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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引申 T． H．马歇尔关于“公民身份”的涵义，分析中国城市的户口和居住证制度下的公民身
份等级分层。通过比较 1978 年以来中国一线城市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变化，分析特大城市户口之门打开
的进程，并以上海为例，剖析外来人口获取城市户口和公民身份的制度途径。上海建立了基于户口与居住证
的人口登记和管理制度，形成公民身份等级分层体系，根据外来人口贡献大小赋予差别化的公民待遇。政府
通过出售差异化公民身份换取城市发展所需人才、资金和廉价劳动力，而无须承担大部分外来人口劳动力再
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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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和户

籍制度对人口流动控制的放松，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镇，

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使中国价格在世界市场上极富竞争

力，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出现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农村—城
镇人口迁移构成中国经济增长机器上不可或缺的齿轮。
与工业化进程相伴的是中国城镇化转型，城镇人口从

1978 年不到 20%升至 2013 年的 54%，35 年时间里城镇
人口增长 5 亿多。相当大比例的城镇增长来自农村—城
镇人口迁移。2000 － 2010 年，43%的中国城镇增长来自
于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 世界银行，2014) 。2010 年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流动人口规模达 2． 21 亿;
2013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达 7． 31 亿，其中 2． 45 亿为流
动人口，可谓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

但是，在城市工作和居住并不意味着外来人口能够

成为城市一分子。中国的户籍制度使得外来人口既不能
获得所在城市的成员资格，也不能享受与本地户籍人口

相同的公共服务与资源。这种境况被称为“半城镇化”、
“虚假城镇化”、“临时城镇化”( Wu，et al．，2014) 。不完
整的城镇化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普遍存在，并且经济

发展和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表现得越明显( 李爱民，

2013) 。公民身份是研究中国城市外来人口的重要理论
视角( Solinger，2003; Wu，2010; Zhang and Wang，2010; 陈
映芳，2009; 吴介民，2011) 。

本文借鉴 T． H． 马歇尔( 1950 ) 对公民身份的概念和
涵义阐述作为分析的出发点，以上海为例，分析转型时期

中国城市户口和居住证制度下的公民身份等级分层。大
量研究集中于户口政策分析及其改革办法，本研究关注

户口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利用人口普查和户籍统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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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试图回答落户门槛最高的一线城市户口之门打开多

少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打开，即究竟有多少人、通过何种渠
道获得户籍? 除了政策梳理和统计数据分析，本研究对

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和人事干部、城市户口申办经历的人
进行了深度访谈。下文首先简述西方对公民身份涵义和
内容的争辩以及中国语境下的公民身份研究，接着以上

海为例，回顾上海户口政策的变迁，在不改变现有户口制

度前提下引入了居住证制度，建立公民身份等级分层体

系。然后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对比分析 1982 － 2012 年一
线城市的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的变化，回答“城市户口之
门究竟打开多少”，并分析通向城市户口的不同道路。文
章最后总结主要观点，讨论公民身份作为平等原则对中

国外来人口对城市的权利。

二、中西方语境下的公民身份

1950 年 T． H．马歇尔对公民身份的开创性研究成为
当前公民身份争辩的重要起点。他在《公民身份与社会
阶级》一文中，对公民身份定义如下:“公民身份是赋予社
区完全成员的一种地位，任何拥有这种地位的人就这种

地位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而言是平等的”。西方公民身
份概念一方面与地位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城市的成

员身份密切相关。“公民身份”一词源自城市。牛津英语
字典对公民身份的解释: 一是指城市的居民; 二是指国家

的成员( Painter，2005) 。“公民”一词来自拉丁语，城市
( cite) 和存在( sein) 的结合( 特纳，2007 ) 。整个中世纪，
“公民”一词用于指代城镇的居民。事实上，在中世纪的
城镇，“自由”与“公民身份”乃同义词。当自由普及之后，
公民身份的涵盖面从地方延伸到了国家 ( Marshall，
1950) 。现代意义公民身份的出现源于两种制度的建立:
城邦 －国家和民族 －国家。直到 18 世纪晚期，特别是美
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之后，民族 －国家成为政治组
织的主要形式，现代意义上“国家的成员”的公民含义才
盛行起来( Painter，2005 ) 。公民身份的社会起源暗示了
凡城邦 －国家和民族 －国家框架之外的群体皆被剥夺了
公民权( Turner，1993) 。
随着国家与城市的日益多元化，公民身份的社会基

础不断演化，公民身份概念的涵义、内容和性质随之不断
变化。公民身份起初由于自治的欧洲城市国家的发展而
扩展，又因为民族国家而得到进一步发展，然后通过少数

民族、妇女、儿童和其他依赖性社会团体以更大的社会权
利而得到了扩张( 特纳，2007 ) 。最新的议题指出公民身
份与国家没有简单对应关系，提出多元文化的、跨国的、
全球的公民身份，以及全球环境危机下的环境公民身份。
但是马歇尔对公民身份内涵的阐述至今仍未过时。他把

公民身份分为三个要素: 公民权、政治权和社会权。他主
要关注社会权，把社会权利系统看成是对公民身份系统

的完善，通过给予所有公民以共同体完全成员身份的方

式来实现，社会权利平等通过社会服务来保障( 特纳，

2007) 。
特纳( Turner，1993; 2009 ) 进一步把社会权分为两部

分: 身份 /成员资格( 社区归属) 和利益与特权在成员中的
分配。只有在包含社会权利的条件下，公民身份才能给
社会不平等带来直接的变化。苏黛瑞( 2009) 指出公民身
份的涵义在不同地方不一样，特纳对社会公民权的分析

提供了一个研究中国城市外来人口公民身份的分析框

架。对市场转型下中国城市社会而言，城市户籍人口与
外来人口的社会公民权的差异最大，在社区成员身份和

资源分配两方面存在很大差别，因而本文采用马歇尔对

社会公民权的定义以及特纳对社会公民权涵义的阐释，

从成员资格和资源分配权利两方面分析中国城市公民身

份的等级分层。
中国语境下的公民身份与户籍制度密不可分，城市

户口就是城市公民身份的标志( Solinger，2003; Zhang and
Wang，2010; Wu，2010 ) 。1950 年代以来中国推行的户
籍制度，是一种可流动的身份等级制，由国家控制有限的

流动。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各种社会流动渠道被开放，并
没有根本改变等级身份体系，地方政府被赋予自主权，设

计更为细致的地方身份等级制度，例如居住证制度( 陈映

芳，2013，2014) 。1958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
记条例》依然是决定人口身份和管理人口流动的主要法
律依据之一，户口依然是影响生活机会和社会流动的重

要制度( Wang，2005; 2010; 吴介民，2011; 陈映芳，2014) 。
市场转型和流动人口共同挑战户口这一最基本的政

治制度( 苏黛瑞，2009) ，国家和地方政府本身也在发生变
化，户口管理的权限下放到地方，中国部分省市进行试验

性改革，消除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分，户口类别重

要性显著降低。而户口登记地依旧决定个人在何地获得
社会资源和服务，从而影响其今后的生活机会 ( Fan，
2008; Wang，2010) 。户口的价值日益取决于户口登记地
而非户口类别。随着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扩大，不
同城市户口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福利的差异也随之扩大。
户口的价值差异基本上与城市行政等级一致，直辖市最

高，省会城市其次，地级市再次，再到县级市和镇，农村户

口最末( Wang，2005) 。这一等级体系亦反映了户口改革
的难易程度。城市等级越高，户口价值也越高，而户口制
度改革也越难。因此，最激进的户口改革往往先在内陆
城市进行，而作为经济改革先锋的沿海城市，却执行最严

格的户口制度。沿海大城市一方面吸引着大规模的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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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另一方面又是户口改革最难攻克的堡垒( 李若建，

2003; Tao，2009) 。
尽管多数研究都认为放开户籍有利于经济发展，但

现行政策更多着眼于人口迁移调控和外来人口“市民化”
的成本问题。2014 年 7 月 30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
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建立“依法保障公
民权利，以人为本”的新型户籍制度，不过在具体实施上，
再次重申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开放中小城
镇，沿用既往户籍政策思路。中国的城市并没有出现对
大多数外来人口有实质意义的废除落户限制的破冰举

措。吴开亚和张力( 2010) 根据中国 46 个城市落户条件，
构建落户门槛指数，发现落户门槛高的城市一般是经济

发展水平和开发程度高、财政实力强、流动人口比例高、
落户需求大的一线城市。

三、户口和居住证制度下的公民身份等级分层

中央政府已经逐渐将户口管理的权力和责任下放到

城市政府( Chan ＆ Buckingham，2008; Zhang and Wang，
2010) 。城市政府一方面从户口管理权力中获利，另一方
面尽量避免提供社会福利的责任，因而产生城市经济发

展与增大社会服务供给的张力。放开城市户口大门既增
加财政成本，也能够产生经济收益。一方面，户口是决定
财政支出和资源分配的核心制度( Wang，2005 ) ，户口意
味着住房、教育、就业援助、医疗和养老供给增加，势必加
重城市政府财政支出负担，综合不同估算，给予外来人口

户口，把外来人口“市民化”的成本控制在每人 8 万到 10
万元左右( 陈金永，2013a) ，因而城市政府不愿对外来人
口完全开放户口大门。另一方面，为了吸引城市经济发
展所急需的人才和资金，需要开放户口制度，吸纳高技能

和高收入的外来人口，还能给城市捉襟见肘的社保基金

注入新血液。
市场改革和追求经济增长的动力促使地方政府用商

业化的方式对待户籍政策，发展主义地方政府在户籍问

题上所扮演的角色更像逐利的企业( 吴开亚，张力，2010;
Zhang and Tao，2012) 。各级政府保留并不断更新以户口
制度为基础的身份等级系统，同时开始经营各种形式的

身份交易市场( 陈映芳，2014) 。首先，城市政府通过收费
甚至出售户口套现户口管理的收益( 李若建，2001) ，例如
城市增容费、蓝印户口等。其次，城市政府直接给予少数
满足条件的高学历高技能或高投资的外来人口户籍。第
三，最近的趋势，城市政府设置高门槛的准入条件，以积

分制来控制外来人口的落户额度，先不给户口，而要求满

足条件的外来人口申办不同类别居住证，给予差异化公

民身份待遇，只有满足严苛条件的少数居住证持有人能

够最终转为户口，选择性吸纳外来人口。在中国城市出
现公民身份的分化: 真正的公民、二等公民、类公民和非
公民( 苏黛瑞，2009) 。吴介民( 2011) 则称之为“公民身份
差序”。
以上海为例，从改革开放初期直到 1990 年代，对外来

人口户籍政策控制严格，户籍迁入人口以返城知青和下

放干部职工为主。1993 年，上海户籍人口首次出现负增
长，上海户口之门略微松动。1994 年，上海率先实行蓝印
户口，在上海市投资、购买商品住宅或者被该市单位聘用
的外省市来沪人员，具备规定的条件，经公安机关批准登

记后加盖蓝色印章表示户籍关系的户口凭证。持蓝印户
口者，在入托、入园和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申领营业执
照、安装煤气和电话等方面享受本市常住户口者的同等
待遇。取得蓝印户口者在尚未转为常住户口前，每年应
当到住所地公安机关复检一次，并提供相应证明。上海
蓝印户口于 2002 年终止。

2002 年 6 月，上海针对“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者特殊
才能”、“以不改变其户籍或者国籍的形式来本市工作或
者创业的”的国内外人员，实行《上海市居住证》制度，标
志着城市人口登记与管理制度的新尝试，改变了过去公

民身份完全与户口登记捆绑的实践。人才居住证持有者
享有部分本地户籍人口相同待遇。人才居住者有效期分
为一年、三年和五年，到期要申请续证和缴费。

2004 年 8 月 30 日，上海发布《上海市居住证暂行规
定》，将居住证制度向引进人才中具有稳定就业和稳定居
所的外来人口推广，合乎条件发放普通就业居住证。普
通就业居住证有效期为一年，2011 年之前不能参与上海
市城镇社会保险，只能参加由用人单位或个人缴费的外

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 简称综保) ，子女亦不能参加本地

中高考。综保包括工伤、住院医疗和老年补贴，与上海城
镇社会保险( 城保) 和小城镇社会保险( 镇保) 相比，综保

的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均远低于城保和镇保，并且综保

不含失业保险和生育险，政府不承担财政补贴或兜底的

责任。外来人口参与综保比例不高，获益人数更少，截至
2006 年 12 月，2． 5 万人享受了工伤待遇，1． 6 万人享受了
住院医疗待遇，195 万人拿到了一年以上的老年补贴凭
证，但养老补贴只有 103． 5 元，基本不能发挥作用( 张国
超，2008) 。2011 年 7 月起，上海市逐步取消实行了近 10
年的综保，对满足条件的外来从业人员转为参与上海市

城镇职工基本保险( 职保) ① : 与属于参加本市城镇基本

养老保险范围的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具有外省市城

镇户籍且年龄在 45 周岁以下外来人口强制参保; 与属于
参加本市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范围的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

系，且具有外省市非城镇户籍且年龄在 45 周岁以下且具

45

2015 年第 2 期



有专业技术职称或技师资格的外来人员可以参保，这一

政策也是出于缓解上海社保基金压力的考虑( 严运楼，

2009) 。据上海统计局 2013 年一项调查显示②，上海外来
人口中参与职保比例约 43%，36%在老家农村参保，19%
未参加任何社会保险。但外来人口加入的职保与上海市
民职保有差距。一是保险种类不同，市民职保包含 5 种保
险而外来农民工职保只包含医疗、养老、工伤 3 类保险，缺
少生育、失业保险。二是参保基数和参保比例不同。2011
－ 2015 年上海外来人口参保基数仅为市民水平的 40% －
55%。

2009 年，上海相继颁布《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
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和实施细则，即居住证转常住
人口政策( 居转常) ，首次设立居住证通往户口的桥梁。
申办条件非常严苛，只有少数持人才居住证满 7 年且参加
上海社保并缴纳所得税 7 年的人才有资格申请，并受年度
总量控制，必须依次轮候办理，后文将说明这一政策实际

上与大多数外来人口无关。2012 年 11 月 22 日上海市人
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发布《上海市居住证管理办法( 草
案) 》，指出满足不同条件外来人口申办不同类型居住证:
A证、C证和 T证③，有效期从六个月到五年不等，对应不
同的公共服务待遇。2013 年 6 月，上海公布了上海市居
住证积分管理试行办法及其实施细则，该政策主要针对

居住证，将“个人情况和实际贡献转化为相应的分值，积
分达到标准分值的，可以享受相应的公共服务待遇”。经
过十多年的实践，上海建立了基于户口和居住证的人口

登记和管理的等级结构，据此分配等级化的公民待遇。
不仅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存在公民待遇差别，不同居住

证持有人的公民待遇也不相同。从本地户籍人口( 家庭
户、集体户④、蓝印户口) 、到人才居住证持有人、就业居
住证持有人、投靠就读居住证持有人、临时居住证持有
人、再到未登记的外来人口，公民待遇逐级递减。
首先，不同类别本地户籍人口公民待遇存在差别。

本地非农户口包括常住居民家庭户、常住集体户口( 职工
集体户口) 和临时集体户口( 学生集体户口) ( 陈映芳，

2009) 。2010 年人口普查显示，上海集体户人数达 240 万
人，占常住人口的 11%。集体户口没有户口簿，只有户口
卡，一般由工作单位或户口挂靠的人才交流中心保管。
持临时集体户的学生毕业后被城市相关企事业单位聘用

并满足落户条件的，才能获得常住集体户口，否则其户口

必须迁回原籍。与常住家庭户相比，常住集体户在结婚
登记、子女落户等方面遭遇障碍。常住集体户转为常住
家庭户条件是拥有房产或挂靠直系亲属的居民户口下。
上海针对人才交流中心的集体户出台政策，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停止落户人才类集体户，对于“因在沪无配偶、

无直系亲属、无住房或所在单位未设立集体户等原因，确
无落户条件的上海市引进人才，可在其本人实际居住地

“社区公共户”落户”⑤。该政策对于社区公共户的待遇、
其与集体户、家庭户的差别未作明确说明。
其次，本地户籍人口和居住证持有人的公民待遇存

在差别。比较人才居住证与户籍人口的公民待遇差异，
人才居住证持有人参加上海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
保险和公积金，但养老保险与户口挂钩，居住证持有人离

开上海只能提取养老金个人账户部分; 退休前医保与上

海户口等同，退休后须转回原籍，不能在上海享受医保;

居住证申报条件之一是稳定就业，无法享有失业保险; 人

才居住证持有人可以缴存和使用公积金。人才居住证持
有人不能享受上海市低保待遇，父母不能投靠，也不能申

请购买共有产权房。
第三，不同居住证持有人的公民待遇存在差别。如

前所述，上海居住证分为人才居住证( A 证) 、就业居住证
( C证) 、投靠就读居住证( T证) 和临时居住证( T证) 。A
证的公共服务待遇最高; C 证其次，T 证最低。三者的公
共服务待遇差别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险和子女教育: A证持
证人可以参加上海市社会保险，A证子女按照相关规定可
以参加中考和高考; C证和 T证持证人不能参加上海市社
保，只能参加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 直到 2011 年部分符
合条件的 C证持有人可以参加上海职保，但仍然与户籍
人口职保有差距; C证子女可以参加全日制普通中等职业
学校自主招生考试，T证子女则无此项待遇。人才居住证
持有阶层在经济社会地位的获得性方面相对于其他流动

人口具有明显的优势，而无居住证者则表现了明显的弱

势( 赵德余，彭希哲，2010) 。居住证制度根据外来人口的
能力特征给予不同的社会福利，进一步扩大了不同居住

证持有人的差距，从制度上加剧了社会分化。

四、中国一线城市户口之门究竟打开了多少?

北上广深是落户门槛最高的城市，那么过去三十多

年，究竟有多少幸运儿通过何种渠道跨过高企的落户门

槛获得户口? 表 1 显示了 1982 － 2012 年北京、上海、广州
和深圳户籍人口的增长情况。31 年间北京户籍人口净增
长最多，为 379． 7 万人; 而深圳户籍人口年均增速最快，约
7． 2%，上海户籍人口年均增速最慢，约 0． 6%。平均来
说，每年北京户籍人口净增长 12． 2 万人; 上海户籍人口净
增长 7． 9 万人; 广州户籍人口净增长 9． 8 万人; 深圳户籍
人口净增长 8． 1 万人。但是城市户籍人口增长远远落后
于常住人口的增长，户籍人口年均增速仅为常住人口年

均增速的一半甚至四分之一( 见表 2) ，户籍人口占常住人
口的比例呈不断下降趋势。户籍人口的净增长取决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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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增长和机械增长，而户籍机械增长数量真正反映城市

户口之门对外来人口打开多少。北京除了若干年份，
1998、2000 及 2003 年死亡户籍人口略大于出生户籍人口
外，其他年份户籍人口为正自然增长; 广州和深圳在 1982
－ 2012 年间户籍人口始终保持正自然增长，户籍人口的
机械增长规模小于户籍人口的净增长。1993 － 2011 年上
海户籍人口一直维持负的自然增长率，直到 2012 年户籍
人口始见正增长，上海户籍人口的机械增长规模略大于

户籍人口的净增长。

表 1 1982 － 2012 年中国一线城市户籍人口增长
( 单位: 万人)

1982 1990 2000 2010 2012 1982 － 2012
年净增长

1982 － 2012
年均增长率
( % )

北京 917． 8 1032． 2 1107． 5 1257． 8 1297． 46 379． 66 1． 16

上海 1180． 51 1283． 35 1321． 63 1412． 32 1426． 93 246． 42 0． 63

广州 518． 83 594． 25 700． 69 806． 14 822． 3 303． 47 1． 55

深圳 35． 45 68． 65 124． 92 251． 03 287． 62 252． 17 7． 23

来源:第三、四、五、六次人口普查;各市 2013 年统计年鉴。

表 2 1982 － 2012 年中国一线城市常住人口增长情况
单位: 万人

1982 1990 2000 2010 2012 1982 － 2012
年净增长

1982 － 2012
年均增长率
( % )

北京 923． 1 1081． 9 1356． 9 1961． 2 2069． 3 1146． 2 2． 73

上海 1185． 97 1334． 19 1640． 77 2301． 92 2380． 43 1194． 46 2． 35

广州 519． 33 629． 99 994． 3 1270． 08 1283． 89 764． 56 3． 06

深圳 44． 95 167． 78 700． 84 1035． 79 1054． 74 1009． 79 11． 09

来源:第三、四、五、六次人口普查;各市 2013 年统计年鉴。

那么，刨除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其机械增长情况如

何? 如下以上海为例，分析户籍机械增长的变化情况。

上海的户籍人口机械变动历程与政府控制人口迁移政策

密切相关，控制或松或紧导致户籍人口迁移大起大落，大

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胡琪，2013) 。第一阶段( 1950 －
1957) 户籍人口迁移频繁，大起大落，1951 经历户籍人口
迁入高峰( 43． 8 万) ，1955 年户籍人口迁出高峰( 58． 7

万) ，8 年间小计户籍人口净迁入 48． 9 万人。第二阶段
( 1958 － 1976 年) ，1958 年起，除个别年份之外，户籍人口
以迁出为主，职工支援外地建设、职工精简下放、青年和
中学毕业生支援边疆、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因素导
致上海人口大量迁出( 谢玲丽，2010) ，此阶段上海户籍人
口净迁出 173． 3 万人⑥。第三阶段( 1977 － 1993 年) ，以
回迁人口为主，197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前期，上海迁入
户籍人口中知识青年按政策返城、职工退休子女顶替、复
员退伍等占很大比重，为政策限制下的迁移。1980 年代

后期，因工作调动、分配录用等吸引人才和学习培训等培
养人才型而迁入上海的比例占绝对优势( 谢玲丽，2010) 。
此阶段户籍人口净迁入 96． 2 万人。第四阶段( 1994 年至
今) ，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负增长，户籍人口机械增

长波动上升。2000 年代户籍机械增长量明显比 1990 年
代高，这是由上海执行户籍引进人才计划影响所致。1994
－ 2012 年，上海户籍机械增长 175． 5 万人。
与此同时，上海的流动人口规模增长更快，上海的户

籍迁入人口占全体外来人口的比例却越来越低，显示外

来人口获得上海户口的难度越来越大⑦。进入 21 世纪第
二个十年之后，户籍机械增量开始放缓。上海户籍人口
迁入从 2010 年的 12 万降到 2011 年的 7． 8 万和 2012 年的
7． 1 万，占全体外来人口比例不足 1%，体现了在国务院
“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政策下，上海“全面加强人
口调控”严格控制户籍人口增长的趋势。
那么，上述幸运儿通过何种渠道获得迁居城市户口?

继续以上海为例分析不同落户途径并估算其比例构成。
吴开亚、张力( 2010 ) 把城市落户渠道概括为投资、就业、
家庭团聚、特殊贡献和其他。胡琪( 2013 ) 则把户口迁入
类型分为独立移民、亲属移民、以及求学类⑧和其他不便
分类的类型。本文根据国际移民研究对移民渠道的分
类: 经济、社会和政治渠道，经济渠道针对学生、高技能专
业人士以及低技能劳工; 社会渠道包括家庭团聚以及特

殊原住民群体; 政治渠道包括难民和政治避难者( Godin，
Cameron and Balarajan，2011 ) 。类似地，把上海落户制度
途径分为三种: 经济渠道，包括求学、高校毕业生落户、人
才引进、就业、投资，以及附属前几类人的随迁人口; 社会
渠道，主要指家庭团聚或投靠类，因为家庭成员分离造成

的家庭困难而照顾迁入的夫妻、子女和父母，孙子女和祖
父母等; 政策相关渠道，例如由于历史政策原因造成的外

迁人口，经落实相关政策后回流⑨ ; 或者建制改变“村改
居”; 再如特殊贡献者，均可归入这一类。对于社会渠道，
中央有明确政策，地方政府调控余地不大，更多从指标控

制着手; 政策相关渠道，部分受历史遗留政策影响，部分

如特殊贡献者，样本意义大于普遍意义⑩ ; 只有经济渠道

才是地方政府调控户口准入的重要手段。
下面逐一讨论不同的落户渠道。经济渠道包括求

学、高校毕业生落户、人才引进、就业、投资以及附属前几
类人的随迁人口。求学类迁入占迁移类型最大比重( 胡
琪，2013) 。2007 － 2011 年，迁入上海的求学类人口每年
在 5 － 7 万人之间，占迁入人口的比例约 40%。但是，求
学类迁入人口登记为高校的集体户口，实际为临时户口，

仅就读期间有效。大部分( 2007 － 2011 年约占 80% ) 从
学校毕业后户口会迁出上海。欲获得正式户口，需在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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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与用人单位签约后提交申请材料，将个人情况和实际

贡献转化为相应的分值瑏瑡。2013 年《上海市居住证积分
管理试行办法》规定，“持证人为全日制应届高校大学毕
业生，积 10 分”，此外，积分办法综合申请者自身学历和
技能、毕业院校级别以及用人单位资格等诸多条款进行，
只有超过当年标准分才能获得上海户口 ( Zhang and
Wang，2010) 。2006 － 2012 年，共计 10． 14 万非沪生源高
校毕业生获得户籍，12． 41 万办理人才居住证瑏瑢。
人才引进经济渠道。1990 年代以来，上海实施科教

兴市和人才强市战略，1997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人才引进
落户政策，目标是把上海建成中国乃至国际的“人才高
地”。1999 － 2004 年，每年通过人才引进计划获得上海户
籍人数超过 1 万人，大部分为年轻人( 不超过 35 周岁) 且
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一般而言，人才引进计划给予人
才及其直系亲属上海户口，但是已退休的配偶则难以获

得上海户口。随着户口指标的逐年收紧，人才引进计划
逐渐从户籍转向居住证。2005 年，户籍引进人才数量下
降至 4657 人，2006 年 2640 人，2007 年降至最低点 2563
人，2008、2009 年略有回升，分别为 5245 人、6214 人，2010
年后又进入下行通道，2012 年户籍引进人才数量为 5986
人。
与此同时，人才居住证的发放量( 包括续证) 则从

2002 年的 7560 人跃升至 2012 年的 173353 人。户籍和居
住证引进人才的此消彼长说明上海户口的门槛日益提

高，通往户口的路不但狭窄，而且进一步延长瑏瑣。2009 年
初出台的居住证转户籍( 居转常) 的政策提供了新的落户

途径瑏瑤，在居住证和户口之间首次架起桥梁。如前所述，
该项政策只适于满足条件的人才居住证持有人。根据上
海人力资源状况报告，2009 － 2012 年，通过“居转常”获得
上海户口为 19，314 人，与上海市庞大的外来人口规模相
比，不过杯水车薪瑏瑥。“居转常”政策并非如部分媒体宣
称的户籍改革破冰。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人才引进还是高校毕业生落

户，如果他们在上海没有房产，或者没有上海户籍直系亲

属，只能获得集体户，而集体户包含的公民待遇少于家庭

户。只有在上海购置房产，方可把集体户转为家庭户。
在取得完整公民身份的道路上还需要跨过最后一道经济

跨栏。实际上，人才引进计划也是出于刺激房市的目的
而设计的( 陈映芳，2009) 。
社会渠道，即投靠类为户口获得的第二类途径。投

靠类最普遍的是两地婚姻，指夫妻双方仅有一方持有上

海户口。上海户口持有人在婚姻市场上具有额外优势，
两地婚姻可视为户口制度造成的城乡差距的一个微观体

现( 丁金宏等，1999) 。1990 年代以来，上海的两地婚姻持

续上升。据估计两地婚姻落户占上海户籍机械增长的 30
－ 40% ( 周海旺，2001 ) 。典型的两地婚姻通常由上海丈
夫和外来媳妇构成，外来媳妇占总数七成以上。
第三种落户渠道与政策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

有两次大规模的城市 －农村人口迁移。1950 至 1970 年
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约有几千万城市青年迁往

农村( Bernstein，1977; Pan，2003) 。1980 年代起，知识青
年开始返城，恢复城市户口( Yang，2009) 。另一次源于城
市的人口迁移为 1964 － 1971 年的三线建设( Naughton，
1988) 。作为当时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成为高技
术工人和工程师的重要输出地。大量的工程师和工人被
派往内陆建设工业基地。为了弥补他们对国家的牺牲，
上海允许知青、支内、支边人员及其配偶退休后回到上
海，享有医疗和退休的补助。分析 2006 － 2012 年以来上
海户籍引进非上海生源高校毕业生、户籍引进人才以及
“居转常”人数，发现自 2010 年起户籍引进人才占所有落
户渠道比例迅速上升，从 21%攀升至 2012 年的 54%瑏瑦，
反映上海市政府强调人才引进、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政
策思路，城市落户政策越来越取决于城市政府对新增城

市人口数量和质量的控制。
综上所述，上海的户口大门从未大开。相反上海的

户籍门槛不断筑高，通向户口之路狭窄、竞争激烈而又漫
长。户口主要作为吸引高端人才和投资的砝码，其次才
是中央政策明确规定的家庭团聚和历史政策遗留问题。
平等正义和社会融合不是制定户口政策的价值取向，而

是基于地区发展吸引人才和提升城市经济竞争力的考

量。通过城市公民身份等级分层，城市政府选择性把外
来人口的精英纳入体制内，而不必承担大部分外来人口

的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 陈映芳，2009; Zhang，2010; Li，
Li and Chen，2010; 吴介民，2011 ) ，这是中国过去三十多
年经济增长奇迹、廉价“中国制造”世界工厂的“秘密配方
( secret recipe) ”( Chan，2012a) 。

五、总结与讨论

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带来人类史

上规模最大的农村—城市人口迁移。然而，走在经济改
革最前沿的大城市，却执行着最严格的户口制度。大城
市户口门槛的高企显示了户口制度改革程度有限。经济
增长与提高城市竞争力成为地方政策制定的主要动力。
一方面，吸引人才与投资是城市经济增长的战略。另一
方面，户籍人口的增长势必加重城市社会福利供给的财

政负担。因此，城市政府在打开户籍大门之前，需要计算
成本与收益。城市政府根据自身的效益最大化需要，设
计了基于户口制度和居住证的公民身份等级制度，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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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吸纳少数精英外来人口，同时排斥绝大多数外来人

口。城市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之间、持有不同居住证的
外来人口之间在社会保障、就业和教育机会、享受公共资
源和生活服务方面存在等级差异。并且，这一制度设计
增加了不同公民身份群体间向上社会流动机会的差距，

进一步强化了阶级分化和阶级固化。
上海的户口与居住证制度建立过程体现了上海如何

利用户口政策服务于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1994 年实施
蓝印户口主要目的在于刺激当时疲软的房地产市场。
2002 年房价走高，上海终止了蓝印户口政策，转而推行居
住证制度，给予满足条件的外来人口以部分公民待遇，居

住证制度的推行实际上提高了落户的门槛。居住证持有
人不但是城市经济发展所需人才，而且成为房地产市场

潜在的购房大军( 陈映芳，2009) 。2009 年初出台的居住
证转户口政策，只有极少数人才居住证持有人符合其严

格的条款。对于大多数外来人口，户口可望不可及。通
过户口和居住证制度，城市政府创造了一种社会吸纳和

排斥的机制———出售部分公民权换取经济发展所需人才
和资金( 陈映芳，2009，2012 ) 。特大城市的户口之门仅对
外来人口打开狭窄且竞争激烈的一道缝。并且，通往完
整公民身份的道路更进一步延长: 首先给予居住证，取得

部分公民待遇; 持证满 7 年后同时满足其他条件，由居住
证转为户口: 如若无上海直系亲属或者没有上海房产，给

予集体户口，公民待遇仍受到部分限制; 直到购买一套住

房，才能转为家庭户口。户口指标的蛋糕仍然切得很小，
被少数高教育高技能、高收入、高投资的外来人口瓜分。
户口与居住证制度下的公民身份等级分层和高企的房价

共同筑起一道大门，将大部分外来人口拒之门外。城市
社会吸纳机制的逻辑为: 不要问城市能为你做什么，而要

问你能为城市做什么。
未来农村 －城市人口迁移、外来人口在城市长期居

留的势头将会继续。缺乏公民身份是外来人口融入城市
社会最大的制度障碍( Solinger，1999b; Zhang and Wang，
2010) 。马歇尔认为，作为一种缓和阶级冲突的平等制
度，公民身份具有社会整合效应。没有统一的公民身份
地位，外来人口无法成为城市社区的一分子，也无法获得

城市资源分配的公平份额。外来人口不仅出卖劳动力，
为建设美好的城市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作为中国公

民，他们也有获得城市社会保障、子女上学、享受美好城
市生活的权利。列斐伏尔认为对城市的权利就是使用城
市的权利，即参与建设城市的权利和享有丰富城市生活

的权利( Lefebvre，1996) 。对城市的权利就是过完整城市
生活的权利，享受城市带来的所有好处。他认为大多数
的城市居民对城市的权利被剥夺了，他们的生活让位于

经济发展的压力，尽管他们在城市，但并不完全属于城

市。按列斐伏尔的标准，在中国，即使城市户籍人口也没
有完全获得对城市的权利，但显而易见，城市外来人口甚

至不被当作城市社区的成员，更谈不上对城市的权利。
Godin等人( Godin，Cameron and Balarajan，2011 ) 在

《杰出的移民: 人口迁移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又将决定我
们的未来》一书中，通过翔实数据分析世界人口迁移的历
史和现状，指出人口迁移不仅对人口流出地，对人口流入

地，以及对移民本身带来的好处远超成本，“长远来看，移
民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对流入地城市而言，外来人
口获得平等公民身份之后，他们会对自身的人力资本追

加投资，也会对居住城市做出“投资”，外来人口蕴含着消
费者、企业家和发明家，推动城市经济持续发展( 陈金永，
2013b) 。但挑战在于如何处理由于移民的大量涌入而给
地方带来的短期经济和社会成本。尽管这些成本通常是
短期的，但移民的好处却需要中期甚至长期才能够展现

出来。给予为中国经济作出重大贡献的外来人口平等的
公民身份，需要决策层从对现存的等级身份制的价值否

定出发，需要全国性的政策、资源和财政转移支付，切实
落实国民权利平等这一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 陈映芳，

2014) 。外来人口公民身份的解决，蕴含着对广义而不是
狭义的、中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经济效率的追求，关乎中
国发展的未来。

注:

①2009 年《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外来从业人员

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若干问题的通知》，见 ht-

tp: / /www． 12333sh． gov． cn /200912333 /2009xxgk /zhxx /gfxwj /

shbx /200909 / t20090909_1070951． shtml，2014 年 12 月 4 日获

取。

②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本市外来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情

况，http: / /www． stats － sh． gov． cn / fxbg /201307 /258596． html，

2013 年 7 月 3 日获取。

③参见 http: / / zhuanti． shanghai． gov． cn /Suggestion /Article． aspx?

lawid = 123＆filetype = 3，2013 年 5 月 28 日获取。

④2010 年人口普查规定，相互之间没有家庭成员关系、集体居

住共同生活的人口作为一个集体户。

⑤市公安局关于做好人才类“集体户”清理和“社区公共户”落

户审批准备工作的通知，http: / /www． shanghai． gov． cn /shang-

hai /node2314 /node2319 /node12344 /u26ai37392． html，2013 年
11 月 22 日获取。

⑥上海户籍迁入历史数据来自《上海通志》。

⑦1978 － 1989 年上海户籍迁移人口数据来自《上海通志》;

1990 － 2012 年上海户籍迁移人口数据来自上海统计年鉴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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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求学类指大中专学校从外省市招生转入上海户口的人口( 胡

琪，2013) 。

⑨由于历史遗留问题的退休回沪知青群体，指原上海市户籍并

由上海市动员分配支援外地建设，在外地办理退休( 职) 手

续，享受外地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待遇; 经本市公安部门批

准，报入上海市常住户口的支内、支疆、上山下乡知青、异地

安置退休干部等四类人群。现已退休回沪定居的老知青有
30 余万，加上随同回沪的配偶及子女，形成一个特殊群体
( 张宁宁，2011) 。

⑩例如 2009 年 6 月 25 日东方早报新闻，40 位农民工获准直接

落户上海，http: / / sh． xinmin． cn /shms /2009 /06 /25 /2143018．

html，2009 年 6 月 25 日获取。

瑏瑡2004 年，对非上海生源应届高校生进沪落户的要求出台了落

户评分政策。

瑏瑢数据来自上海人才资源状况报告( 2002 － 2012) 。

瑏瑣数据来自上海人才资源状况报告( 2002 － 2012) 。

瑏瑤最新的政策指上海将逐渐减少直接落户人数，未来“居转常”

是 主 渠 道，见 http: / / sh． eastday． com /m /20141117 /

u1ai8448496． html。

瑏瑥数据来自上海人才资源状况报告( 2002 － 2012) 。

瑏瑦数据来自上海人才资源状况报告( 2002 － 2012 ) 和上海统计

年鉴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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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City，Better Life，But for Whom? The Hukou
and Ｒesident Card System and Citizenship Stratification in Shanghai

Li Limei ＆ Chen Yingfang ＆ Li Siming

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s the formulation of the social element of citizenship of T． H． Mar-
shall to examine the right and entitlement for natives and migrants in Chinese metropolises． The paper
tracks the changes in both the permanent and the hukou population in selected metropolises in the
past 30 years to analyze how large the gate of the hukou system has been opened and under what cir-
cumstances urban hukou is conferred to migrant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hanghai． Facing the
flooding migration，the 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 has introduced a residence card system，a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population reg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has been set up leading to a system
of citizenship stratification，which allows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to trade the differential citizen-
ship for talents，capital，and super-low-cost labor and to avoid the social obligations to the non-con-
stituents．

Key words: hukou; residence card system; urbancitizenship; stra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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